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在经济上进行抗战准备，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提出了开发建设西北的一系列提案。强
调把西北作为抗战建国大后方，作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地和生命线进行重点建设，陕西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随着大批工厂企业内迁，西安、宝鸡等地成为重要的迁入地之一，陕西战时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宝鸡的“窑洞工厂”被称为
“中国抗战时期最伟大的奇迹之一”。抗战后期，在国家资本的投资刺激下，陕西的水利、公路、内河航运、邮政、航空都得到一
定发展，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小老板把锁厂搬到延安毛主席称其为“边区工业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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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抗战的历史记忆

盛世中国如你所愿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进行了
经济上的抗战准备，把西北作为抗战
建国的大后方进行重点建设。国民政
府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成立西
京筹备委员会，并通过了一系列开发
西北方案，实施了一系列开发西北的
具体措施。

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农业等各个
方面。公路方面，完成了西兰公路、西汉
公路、汉宁公路、汉白公路等；铁路方面，
修通了陇海铁路陕西段；水利方面，完成
关中八惠灌溉工程；农业方面，全国经济
委员会制定了《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
程序》，提出“救济西北，当以流通农村金
融为首务”的西北合作事业计划，挽救濒
临破产的农村经济。

建立战时工业体系
沿海地区工厂企业纷纷内迁陕西

国民政府积极支持在西北建立战时
工业体系。

从 1934 年开始，江苏、天津、湖北、
山东等沿海地区工厂企业纷纷内迁西
安、宝鸡、汉中等地。据不完全统计，从
1937年到1940年间，经国民政府工矿调
整委员会协助内迁的民营厂矿总数达
452家，物资共计12万余吨，其中纺织厂
共103家。到 1940年，迁至陕西各地的
工厂达到44家。

在支持工厂内迁的同时，国民政府对
后方的民营工矿企业实行奖励扶持政策，
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矿业奖励暂行条
例》等，促进了后方工矿业的发展，使得后
方战时工业体系得以建立。

截至1942年，全省有工厂123家，资
本总额达到2830.6万元。包括能源工业、
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民用轻工业、建材
业等几大类。现代工业“过去多集中于西
安一处，现则沿陇海、川陕、咸同等路之重
要市镇，如渭南、咸阳、虢镇、蔡家坡、宝
鸡、褒城、南郑、耀县、同官等地，均渐发
展，惟仍以西安厂家最多”。

西安成为抗战后方
仅次于重庆的第二个金融中心

七七事变后，陕西在财政税收、金
融、农业、工业等领域逐步进入战时经济
体系。为适应抗战征收田赋需要，陕西
省于1940年起实行田赋征实，省政府行
政会议通过《陕西省战时田改征实物暂
行办法》，设财政部陕西省田赋管理处，
积极筹备全省田赋改征实物事宜。

全面抗战期间，由于军费剧增，财
政赤字愈来愈大，大部分年份是收不抵
支。为解决财政问题，陕西省颁布《陕
西省税务局组织规程》《陕西省各县县
长协助税务局所稽征考核办法》《陕西
省会警捐征收局组织规程》等，整理税
务管理系统，规范税务行政制度，提高
税收。

1937年11月开始，陕西省对戏院、电
影、筵席、化妆品及特货五种征收战时特
捐，以弥补战时特别开支，到1940年因已
另筹抵补，取消了战时特捐。1942年，陕
西省颁布了《陕西省各县市筵席及娱乐税
征收规则》，规定筵席娱乐税应由“顾客负
担”，税率按价值征收。1943年10月1日
起，陕西省选择长安、耀县、澄城、凤翔等
22县，开办筵席娱乐税。

国民政府注重大后方的金融网建
设，各金融机构相继在陕西建立分支机
构。1933年开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中央银行、邮政储蓄金
汇业局等纷纷在西安设立分行。各省
的私营银行、钱庄也纷纷到西安设立分
支机构。1944 年，西安有银行公司 29
家，钱庄、银号60多家，信托保险机构8
家，成为抗战后方仅次于重庆的第二个
金融中心。

陕西成为大后方
主要粮、棉产区之一

全国抗战时期，陕西成为大后方的
主要粮、棉产区之一。陕西省政府为适
应战时农业的需要，成立了陕西农业改
进所，全面开展农、林、牧业生产指导，进
行农业试验和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工作，
小麦良种陕农 7 号，棉花良种斯字棉及
谷子良种小黄谷等农作物优良品种地在
全省得到大面积推广。

垦荒在陕西当时是一种政治运动。
为安置难民和灾民，奉国民政府令，陕西省成
立垦务委员会，开办黄龙山、黎坪、眉扶、渭
滩、宽滩、嵯峨、千山等垦区，寄养难民、流民，
支援抗战。

据陕西抗日战争志

抗战时期，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受
共产党人影响，促成了武汉64家企业
西迁，其中有15家迁至宝鸡。他们在
荒滩上建厂复工，建成了拥有200多
户企业的“秦宝十里铺工业区”，占当
时全国工业企业的20.56%，他们扛起
了供应抗战军需的重任，也因此成为
日寇轰炸机的重点目标。

“日本人炸一次，我们就恢复一
次！炸十次，就恢复十次！”工合领袖

卢广绵的怒吼震彻渭河平原。在遭受
日军26次集中轰炸后，时任申新纱厂
的总经理李国伟作出惊世抉择：“将生
产线藏进大地！”没有进口水泥，工人
就地取材，用耀县石灰砂浆兑入黏稠
的糯米水；土质疏松易塌，便一寸寸开
凿、一尺尺推进。最终，一条总长1.75
公里的地下窑洞车间诞生，将1.2万枚
纱锭和 70%的设备安装其内进行生
产。24孔窑洞内，通风口如呼吸孔道，

储水井暗藏生机，避让洞守护生命
……这座“地下堡垒”不仅庇佑了机
器，更守护了周边百姓的生命。

数字见证工业抗战奇迹：43.2 万
匹棉布、6.4 万吨棉纱从窑洞运往前
线；工合组织在宝鸡赶制180万条军
毯、30万件军大衣；福新面粉厂53%产
量化为将士口粮……

这个窑洞工厂被林语堂称为“中
国抗战时期最伟大的奇迹之一”。抗

战期间，茅盾先生路过宝鸡时，留下
“水一样流转的山货、山一样堆集的商
品和原料”的慨叹，称赞宝鸡为“战时

‘景气’的宠儿”。
1951年公私合营，申新纱厂走出

了 200 多名厂长经理去西北各厂任
职，2000多名技术工人参与西北各厂
的技术指导与生产，为新中国的西北
工业建设添砖加瓦。

据上观、中新社等

查阅史料，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数字：
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将150余家企业的
机器设备拆卸迁走，超过2500名工人与
1.6万吨的机器设备撤退至大后方，但到
达武汉的，只有 121 家民营工厂、总计
1500余技术工人和5000多吨物资，其余
尽在途中折损。

1937年，中国新式工业基本集中于
东部沿海沿江地区，一旦沿海地区遭遇
战争破坏，将会给中国工业带来毁灭性
的打击。上海是中国工业的核心，工厂
数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

七七事变后，担心日军在战争中大肆
毁灭中国工厂，众多上海企业家决心内
迁。8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通
过了“上海民营工厂内迁方案”，决定由资
源委员会拨款56万元，补助上海民营工厂
内迁经费，成立“上海工厂迁移委员会”。

8月13日，淞沪战役打响，日军飞机
大肆轰炸上海市区。内迁工厂的老板与
工人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拆装、搬运机
器设备。1937年夏末的黄浦江畔，各家
工厂的设备和物资，连同职员、家属及技
工，顶着敌人的炮火，驶离苏州河，开始了

艰险的内迁征途。
上海迁拆的工厂除一部分北上西

安，南下长沙、广西、云南外，大部分西去
武汉，再经宜昌到达重庆。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蜂拥而来
的难民潮，把宜昌城撑得爆满，尚有3万
余待运人员、9万吨待运器材拥塞宜昌。

即使运输任务繁重，抢运的次序并
不混乱，交通部次长卢作孚指挥船队运
出的第一排序是战争中失去所有亲人的
难童，再是涉及军工的机器设备，再是保
障民生供给的物资。

亲历宜昌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阳初评
价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
克’。”这场抢运中，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
在日机轰炸中穿梭，将10万吨物资仅用
40天时间就运抵重庆。与欧洲敦刻尔克
撤退不同，宜昌大撤退不仅保存了人员，
更护送着国家工业、文教命脉突破封锁。

这场大撤退从1937年一直持续到了
1940年宜昌失守。在1943年的《大公报》
上有一段对宜昌大撤退的描述，“这不是
简单的工厂搬家，而是用工业实力宣告

‘持久战’的决心。” 据解放日报

1937年的上海，31岁的沈鸿是“利
用锁厂”创始人，他发明了颇受市场欢
迎的“弹子锁”，以更低廉的价格打破了
美国锁的垄断，远销国内外市场。

当年8月，日军对上海的侵袭进一
步加剧，150多家上海工厂自发开始向
大后方转移工业设备和专业人员。沈
鸿也决定跟上这次工厂大迁移的脚步，
但“利用锁厂”这样的民营中小企业并
不在政府扶持名单之列。沈鸿辗转找
到上海工厂内迁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
林继庸，表达了“自费内迁”的决心。

历经九死一生，沈鸿一行于9月中
下旬抵达武汉，他们租住在武汉城郊
的一处民房里，焦灼地等待着国民政
府规划新厂址，却杳无音信。在武汉
进退维谷的日子，沈鸿偶然听到《大公
报》战地记者范长江的一次演讲，第一
次了解了延安如火如荼的革命盛况。
后来他在武汉遇到了上海工人夜校同
窗陈振夏。这位老友也选择了去延安
寻找救国机会。从陈振夏口中，沈鸿

还知道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
沈鸿决定迈出一步。他过江来到

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向办事处负责
人钱之光表露心迹：想把工厂搬迁至
革命根据地延安。钱之光当即表示欢
迎，办事处与沈鸿签下协议书。

沈鸿一行要取道西安前往延安。
为掩人耳目，他乔装成在西安考察汽
车修配企业的选址，最终取得国民党
信任，获得了一纸“迁移证”。

1938年1月30日，农历新年的前
一天，沈鸿一行人收到通知,趁年关时
国民党对陕甘宁经济封锁松懈，于是
立即奔赴延安。

沈鸿到来前，陕甘宁边区的机器
制造业几近空白，仅有一个拥有3台不
成套机床的兵工修械厂，只能修理前
线缴获的军械。

就在沈鸿去延安后不久，山西柳树
店村来了近百名工人，于是工厂规模扩
大，急需隐蔽的选址，所以迁至距离延安
90公里的安塞县茶坊乡，命名为“陕甘宁

边区机器厂”，也就是后来常说的“茶坊工
厂”，沈鸿一直担任该厂的总工程师。

当时这个工厂被分为东西厂，沈
鸿带去的人马和10台机器，主要服务
于西厂的机器制造部。

沈鸿和工人们常年在一个存放棺
木、经改造拓宽的地主石窑里生产。
他从上海带出的，除了机器，还有满满
一箱技术书籍，成为他在延安边学边
干、解决技术难题的宝库。

以上海带去的10部机器为基础，
沈鸿带人制造出一些易于在战争行军
中搬迁的新型“母机”，并用这些“母
机”又制造出了各种机器，如印刷厂的
油墨机、纸厂的造纸机、制药厂的压片
机、煤油厂的炼油设备等，甚至还包括
延安第一台造币机……

1947年，沈鸿正式入党。毛泽东
亲笔为沈鸿在白布印制的劳动模范奖
状上，题写了“无限忠诚”四个字，并称
他为“边区工业之父”。

据解放日报

宝鸡“窑洞工厂”：扛起供应抗战军需的重任

宜昌大撤退：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聚焦

>>人物

>>背景

八十余载岁月峥嵘，三秦大地曾以钢铁脊梁撑起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这里是中共中央运筹帷幄之地，是千里黄河防线的血肉长城，是战时
教育薪火相传的文明堡垒，更是“窑洞工厂”缔造抗战奇迹的工业热土。军民同心铸就统一战线，用热血守护大西北，以牺牲照亮复兴路。

昔日硝烟已成历史丰碑，当年坚守迎来时代回响。当抗战胜利80周年的荣光即将照亮神州，长安街上的铿锵步伐，将再次唤醒民族集体记忆
——那是黄河怒吼的余响，是中华儿女的热血传承，更是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磅礴证明。历史与未来在此刻交响，胜利的号角永远响彻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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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工业之父”沈鸿


